
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分析

摘 要：当前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其中，生育观念的转变

具有关键性影响。生育动机是生育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聚焦“为什么要

生养子女”这一问题，考察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 2020 年（CFPS2020）的数据，本研究将生育动机划分为“低意愿与消极”“个

体导向为主”“双导向情感型”“家庭导向为主”四类。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中

国居民仍具有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但存在世代差异，且已发生根本性的

代际转变。在“80 后”“90 后”中，以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逐渐丧失主导地

位，个体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大幅度增加。另外，男性的生育动机比女性更加

传统。随着出生世代的变化，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本研

究从教育获得变迁的角度对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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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rrent low fertility rate in China has become a recognized fact，and

the change in childbearing attitude is one of the key reasons.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ldbearing attitude and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sequence from childbearing attitude to behavior . This article examines co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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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2021 年 5 月发
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 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
仅为 1.3，1已处于较低生育率水平。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 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2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常时期中国人口首次出现由低出生率低于低死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by asking respondents why they

should have children.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in 2020， this study uses cluster analysis to classify people’s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into four categories：“ low intention and negative”，“ individual-

oriented”，“dual-oriented emotional”and“ family-orien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more than half of Chinese residents still have family -oriented motivation of

childbearing while individual -oriented and dual -oriented emotional motivation

account for 23% and 15% respectively. Only 9% of the residents have low

intention and negativ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Moreov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ter-cohort differences in childbearing motivations. Earlier birth cohort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dual-oriented emotional，family-oriented motivations; while younger

birth cohort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low intention and negative，individual-oriented

motivations. Among the post -80s and post-90s groups，family-oriented motivations

of childbearing gradually lose their dominance， while individual -oriented

motivation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 In terms of gender differences， men’s

childbearing motivations are more traditional than women’s，and the extent of

inter-cohort change is smaller for men. The differences in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tend to widen among later generations. The study suggests

chang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s a possible explanation.
Keywords：childbearing motivation，cohort，gender，education

1. 数据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答记者提问”，国家统计
局（http : / /www.stats .gov.cn /xxgk/ jd /sjjd2020/202105/ t20210511_1817280.html，访问时间：2022
年 5 月）。
2.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 : / /www.gov.
cn /xinwen/2023-02/28/content_5743623.htm，访问时间：202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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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导致的负增长。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中央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
文件调整人口发展战略。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7
月 2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的决定》发布；8 月 2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上述一系列政策出台速度之
快，密度之大，无不说明中国当前已经面临生育危机的重大风险。人口
因素牵一发而动全身，低生育率带来的后果及影响不容忽视，提高生育
率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令人困惑的是，尽管政府如此密集地出台促进生育的政策，但为何
生育率依旧低迷？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儿育女了吗？
以往研究一般将低生育率归因于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
文化观念三个方面（李建新，2006）。社会经济发展是推动人类生育观
念、行为和生育率转变的根本性因素，而中国过去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具
有政府“控制干预性”的色彩，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依
靠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实现的（李建新、骆为祥，2009）。这种生育政
策归因也影响了政府最初提振生育率的应对方向，即以逐渐放宽生育
政策的限制作为突破。然而，自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以来，连续两
年并没有出现生育率强势回升的态势，2016 年和 2017 年出生人口分别
只有 1 786 万和 1 723 万，未达到政策的预期，且后继乏力（王广州等，
2018）。这也意味着，生育政策已非当前生育率低迷的主因，特别是“三
孩政策”的出台已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育需求，所以，关键问题已不
是政策上“允不允许生”，而是个体“愿不愿意生”。换言之，生育政策已
不是影响生育水平回升的充分条件，观念上的自主与多元更可能是影
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原因。

当前学界对于生育观念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仍存在一定缺憾。
首先，对生育动机的关注还不够。有研究指出，生育观念应包括两个层
面：生育偏好（如性别、时间和数量）和生育动机（穆光宗、陈俊杰，
1996；沈毅，2005），但现有研究对生育偏好的关注较多，对生育动机的
考察不足。生育动机（childbearing motivation）通常是指人们对于为什么
要生育子女以及子女价值的看法或观念。米勒（Miller，1995）指出，从生
育观念到生育行为遵循“生育动机—生育愿望—生育计划—中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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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育结果”的发生序列（简称为 TDIB 模型）。生育动机位于上述序
列的最初环节，并通过这一传动机制影响后续结果。随着优生优育知识
的普及，非意愿生育的比例不断降低，动机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越来
越大。因此，对生育动机的刻画与分析将为深入认识生育观念提供更多
证据，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人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力，从而进一步探究生
育水平变动的原因。其次，有待进一步展现生育动机变迁背后的世代与
性别差异。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生育意愿的纵向变化趋势（侯佳伟等，
2014），但出生世代效应还需要进一步厘清。特别是针对新生代，我们从
宏观数据的媒体报道中觉察他们是生育观念变革的一代，但缺乏实证
数据的验证，尤其是从微观视角呈现变化的模式。同时，在这一问题上
的性别视角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即两性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有鉴于
此，我们不妨回到整个生育环节的最前端，以生育动机为出发点考察生
育观念的世代与性别差异。

本研究将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人的生育动机呈现怎
样的特点？第二，随着出生世代的推进，生育动机存在何种变化趋势？年
轻一代的生育动机是否发生了变化？第三，男女两性的生育动机是否存
在差异？生育动机的世代变化趋势是否存在性别异质性？接下来将首先
对生育动机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进而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 CFPS）2020 年的数据对生育动机进行类别化
处理，并比较不同类别随世代变迁的趋势及性别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结
论为当前走出低生育率困境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有关生育动机的研究常见于经济学关于孩子效用的讨论和心理学
对生育价值观的探讨，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更为关心生育动机在人群
中的分布，并考察其社会基础与社会后果。与提出的研究问题相对应，
下面将从生育动机研究、生育动机的世代变迁和生育动机的性别异质
性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本文的研究设计。

（一）生育动机研究
生育动机一般是指人们关于子女价值的看法和判断，是人类生育

行为的原初动力，也是有关生育行为产生的原因，也有研究将其称为
“生育目的”或“生育价值观”。西方对生育动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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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进路。第一条进路关注孩子的价值（value of children）。家庭微观经济
学采用的是“经济决定论”视角，认为生育子女是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
量。贝克尔和托马斯（Becker and Tomes，1976）指出，在理性人假设的前
提下，个体的决策与行为总是以家庭经济效用最大化为原则。他们将孩
子类比为耐用消费品，有关生育的决策因而受制于生养孩子可能的经济
成本及未来的收益。莱宾斯坦（Leibenstein，1975）将生养子女的效用概括
为四个方面：消费、收入、保障和维持家庭地位、扩展家庭。除此之外，
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的生育分析框架和考德威尔（John C.
Caldwell）的“财富流理论”也提供了类似的解释。然而，如同所有对经济
学理性主义的批判所说的那样，生育动机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工具性计
算的基础之上。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当生养孩子的成本日益增加乃
至高于回报时，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还会出现激增呢？有研
究就指出，孩子不仅具有经济效用，还可以为父母提供心理层面的收
益，具体表现在初级群体的联结、乐趣、自我的延伸、社会地位与身份、
成就与创造力、道德价值、经济效用等方面（Hoffman and Manis，1979）。
心理学家还将孩子价值的维度不断拓展，形成了分类细致的结构化分
析 （Fawcett，1974）。第二条进路集中于人口学领域。米勒（Miller，
1994，1995，2011）为其代表性学者，他系统梳理了生育动机通过影响生
育意愿与生育期望作用于生育行为的动态链条，并指出生育动机（包括
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处于潜意识层次，主要与遗传等生物因素以及个
人的成长经历有关。米勒研究的重要推进还体现在测量方法上，他设计
了一套生育问卷量表（Childbearing Questionnaire），促进了有关生育动机的
量化研究。

国内关于生育动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陈俊杰和穆光宗
（1996）将农民的生育动机归纳为包含终极意义需求、情感需求、继嗣需
求、社会性需求、生存性需求的结构化体系。先后开展的多项社会调查
表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仍然是农村居民的主要生育动机，城市居
民的生育动机则更为多元化与现代化（叶文振，1998）。21 世纪以来的
几项研究也表明中国人的生育动机以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家庭稳定等
为主（风笑天，2018）。如此看来，中西方在生育动机上存在较为明显的
差异，西方理论在中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孩子效用的角度看，中国
家庭抚育子女的时间要长于西方，且成本涵盖的范围更广（如买房、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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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婚事等）。在收益方面，西方人并不依赖子女养老，也不会把家庭看作
一个可以终身依靠的组织，但中国子女需要为年迈的父母提供经济保
障与日常照料，因此，养儿防老在中国是较为普遍的生育动机。更为重
要的是，不同于纯粹经济理性，中国人的生育动机还存在“继嗣”情结，
表现为宗族文化理性（吕红平，1998）。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本位”强
调宗族的延续与扩大，延续的基础就是生育。个体的生育动机会被家庭
形塑，也在家庭互动中被影响。

（二）生育动机的变迁
与其他主观观念类似，生育动机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并在

不同世代呈现差异性。生育动机是生育观念的核心，生育观念转变的关
键在于生育动机的转变（汪雁、慈勤英，2001）。有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生
育动机变化的主要趋势在于，传统型和经济型动机逐渐弱化，更多地转
向自我实现、情感慰藉等方面（徐安琪、张亮，2005；罗天莹，2008；庄渝
霞，2008；贾志科，2009）。当然，这种变迁也并非完全的替代，而是更多
表现为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自主性和集体性杂糅并存，新生代的观念
是其中的关键变量（宋健、张晓倩，2021）。

对于生育动机的变化，“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家庭现代化理论”
“生命历程理论”提供了主要的解释框架。“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集中
探讨了个体在婚姻家庭领域观念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生育率
的下降并没有在达到更替水平后停止，在很多国家甚至又进一步跌至
1.5 左右。生育率的降低使人口与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例
如，离婚率的上升、结婚年龄的推迟、同居率的上升等，这些现象被称为
“第二次人口转变”（Van de Kaa，1987）。与第一次人口转变不同，第二
次人口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个体观念的变化，个体主义的兴起推动了个
体在女性社会角色、性观念、家庭观念等方面的转变，人们更加重视自
我实现、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具体就生育而言，家庭关系的重心开始
从“孩子至上”转向“夫妻至上”（Lesthaeghe，2010）。传统家庭往往将大
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通过减少子女数量的方式保证每位子
女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实现向上流动。现代家庭的中心逐渐回归夫妻
关系，夫妻可能会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而选择不生育。特别是年轻
一代，更加强调自身需求，把生育看作一种个人自由而不应该受到他人
（包括家庭）干预，个体主义动机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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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既具有一般性，也有自身的突
出特点。一般性在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上述新兴现象或多或少也
出现在中国社会，在生育率的降低、婚育行为的推迟等方面呈现与西方
社会类似的趋势。中国人口转变也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就过
程而言，中国的人口生育率经历了从诱导性转变向自发性转变的过渡，
具体表现为由国家推行人口控制政策转变为个人基于个体选择和家庭
发展的生育考量（汪雁、慈勤英，2001）；第二，就结果而言，中国当前的
人口转变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既可能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而
出现变化，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传统。养育子女仍然是家庭最重要的功
能，婚外生育与已婚不育仍比较少见（於嘉、谢宇，2019）。
“家庭现代化理论”则从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关系出发探讨生育

观念的变迁。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的现代化必然是一个从家庭主
义向个人主义转变的过程，个人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家庭的式微（唐灿，
2010）。中国曾经是一个家庭主义盛行的社会，家族至上的观念塑造了
个体的身份认同。具体而言，就是在认知层次重视家族的延续与团结，
在感情层次强调一体感、归属感等，在意志层次强调繁衍子孙、相互依
赖（杨国枢，2004：150）。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生育动机也崇尚“传宗接
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以“家本位”为主。然而，早在
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出现了对家族制度的批判，即倡导独立自由之个体，
批判桎梏依附之家庭（孙向晨，2015）。受西方个体化思潮的影响，国人
也日益强调个人的生存与意志，追求个人的发展与价值。正如贝克和贝
克-格恩斯海姆（2011）所言，个体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
本单位，没有确定的集体身份，而是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来体现某一
身份。在此背景下，生育动机也开始向“个体本位”转型，偏向自我实现
与情感需求。不过，批判“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声音也一直存在。越来越
多的研究挑战了“单线进化论”的假设（沈奕斐，2010；刘汶蓉，2011；马
春华等，2011），认为在家庭变迁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
而可能是兼容、多样的。有研究指出，尽管青年人的个体意识已经崛
起，但并不必然取代家庭在个体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而是出现了以家庭
价值的稳固和个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的“新家庭主义”（康岚，
2012）。并非家庭高于个人，也不是过分强调个人主义，而是努力寻求家
庭和个人之间的平衡（Yan，2016，2017）。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辨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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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代青年价值认同的焦点问题，也构成了现代中国生育实践解释
的双重路径（陈滔、胡安宁，2020）。

第三种理论范式是从个体生命历程出发考察时代背景对观念的
塑造。“世代”（cohort）概念最早由赖德（Ryder，1965）提出，他认为，由于
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发生事件相异，经历同一世代的个体具有相似
的成长经历，比较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异，就可以研究社会变迁及其给
不同队列留下的历史烙印。研究发现，1980 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人已
经出现与上三代人显著不同的婚育模式（李建新等，2014）。从社会经
济的发展看，“50 后”“60 后”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前，当时中国基
本上还是传统社会。“70 后”出生于计划经济时期，成长于改革开放
后，其生命历程决定了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
间摇摆。“80 后”与“90 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浪潮成长起来的，深受现
代化与个体主义的影响。教育水平的增加提升了他们的知识与技能，
也推动了他们的观念变革。具体就生育而言，不同世代还会受到生育
政策变动的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政府提出节制生育，60 年代计划生
育被提倡并局部落实，70 年代生育政策的导向为“晚、稀、少”，尽管这
一时期政府已经有意识地倡导生育控制，但并未推行强制性的政策措
施。转变发生在 1980 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
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标志着刚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开
始全面实行。1980—2013 年，尽管有针对“一胎化”生育政策的纠偏与
政策调整，但对生育进行控制的大方向并没有改变。2013 年以后，中央
逐步放松生育控制，先后出台了二孩、三孩政策。生育政策在中国涉及
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效应之长远、作用之复杂，是其他任何政策都难
以比拟的，这种政策的演变也会造成不同世代在生育观念上不可忽视
的差异。

（三）生育动机的性别异质性
生育问题离不开性别的视角。整个社会的生育水平与性别平等程

度之间是一种“U”型关系（Esping-Adersen and Billari，2015）。当性别平
等程度较低的时候，女性的生育动机更可能依附于丈夫或家庭，此时的
生育率较高；当性别平等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女性在各方面的权利都
获得一定的保障，生育率回升；中间的低谷往往发生在性别平等尚不充
分的阶段，男性的性别观念滞后于女性的变化，因而导致女性不得不推

194· ·



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分析

迟结婚甚至放弃生育（McDonald，2000）。有研究发现，很多因素都可能
会造成两性观念上的分野（Shu and Meagher，2018），其中，教育被认为
是诸多个体因素中最重要的（Mason，et al .，1976）。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
有助于增强她们的平等主义观念，提高自主意识与独立性，追求摆脱传
统观念的束缚。教育性别差异的转变对婚姻家庭变迁具有推动作用
（Van Bavel，et al .，2018）。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参与也可能影响两性
观念的异质性。根据“家庭经济学理论”，女性劳动参与的提升以及收入
的提高使得传统家庭生产活动的机会成本上升，而生育行为会带来女
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中断和收入的降低（Becker，1991）。另外，传统的
性别角色要求女性生育之后在家庭与育儿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
力，往往会导致“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Budig and England，
2001），这势必会使得女性夹在公、私领域之间，面临更为严重的工作—
家庭冲突，使生育意愿降低。

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之下，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个体性正在被逐步
激发，生育观念更趋现代。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主义与父权制长期存
在，父系继嗣、从夫居、从父姓、生育中的男性偏好等都强调男性的主导
作用。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提升，上述传
统也逐渐被打破。已有研究指出，中国男女的性别观念处于从传统向现
代的过渡状态，但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现代，教育水平越高的女
性观念越现代（刘爱玉、佟新，2014）。特别是在年轻的世代中，伴随着教
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对于传统生育观念的认同也不断弱化（沈奕斐，2013）。
另外，1949 年以来，中国女性还经历了去性别化的女性解放，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度高于相同经济水平的国家，甚
至持平于很多发达国家。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的普遍参与提高了妇女的
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在生育和避孕方面拥有更大的决策权。随后的社会
主义单位制、住房的集体分配，以及幼儿园、托儿所等配套措施成为推
动母亲走出家庭的主要社会力量（计迎春、郑真真，2018）。然而，20 世
纪 80 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导
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且下降幅度快于男性（沈可等，2012）。
另外，原先由单位承担的一部分社会再生产职能逐渐转移到家庭，女性
又逐渐面临来自劳动力市场与家庭的双重负担，抑制了中国女性的生
育动机和行为（计迎春、郑真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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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献评述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发现，随着出生世代的晚近，中国人的生育动

机逐渐从传统转向现代，但传统的生育观念对个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强
大和深远的，更为现代和多元的生育动机主要出现在年轻世代身上。同
时，男女在生育动机上存在差异。

尽管相关研究已比较丰富，但仍存在拓展和细化的空间。第一，在
理论建构方面，现有研究大多暗含传统与现代、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二
分的研究框架。例如，将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动机概括为家庭主义的，
将自我实现、精神满足等概括为个体主义的。虽然这种二元分类在一定
程度上刻画了生育动机的某些特点，却掩盖了更为丰富的面向。实际
上，我们很难在生育文化的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之间找到一条截然分
明的界限（穆光宗，2000）。尤其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生育动机难
以作非此即彼的划分，而应该深入考察转变过程中更多的可能性。

第二，有关中国人生育动机的实证研究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具有全
国代表性的研究较少。以往涉及生育动机的研究要么仅基于特定省份
的抽样调查，要么只是针对特定的群体（如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
口），无法反映问题的全貌。同时，已有数据采集的年份集中于上世纪末
和本世纪初，那时的“80 后”“90 后”因为年龄较小，尚未被纳入样本，
而这两批出生队列恰好包含了中国大量的独生子女，他们也是当前生
育的主力军，不同世代之间生育动机的差异仍需要深入细致的考察。

第三，对性别的差异化讨论还比较缺乏。生育行为并不是女性的独
立行为，女性的生育观念也在与丈夫、家庭的互动中被不断塑造。现有
研究大多将女性限定为研究对象，考察她们的生育动机，对男性有所忽
略。另外，女性的生育观念也嵌入家庭与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也相应
地会对男性产生影响。如果想讨论二者变化的关联性，性别比较的视角
就需要被纳入。

为更好地回答研究问题，本文在研究设计上进行了相应的优化。首
先，文章采用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该数据对生育动机进行了较全
面的测量，包含九个题目与多个维度。为了探索生育动机更为丰富的面
向，本研究将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通过数据驱动将样本根据生育动机
进行分类。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各个类别内部的同质性高，突出类别之
间的差异性，便于概括描述当前生育动机的实际分类。其次，数据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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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代表性，弥补了以往数据在推论总体上的缺憾。更为重要的是，
2020 年的数据能够捕捉到“80 后”“90 后”群体，使得观察新生代群体
的观念变化成为可能。最后，本研究还集中关注性别异质性。既关注两
性在生育动机上是否存在差异，将性别变量纳入模型，还将分男女样本
比较生育动机的世代变迁趋势。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
跟踪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系
统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抽取基线样本（谢宇
等，2014）。自基线调查后，CFPS 分别于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2020 年对所有家户和个人样本展开了五轮持续追踪调查。

CFPS2020 的数据具有以下几个优势：第一，在生育动机的测量上
较为理想。实际上，在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这三轮问卷中，CFPS 都
设计了和父母养育观相关的问题，就生育动机对受访者进行了提问。
但父母养育观这一版块仅出现在少儿问卷的父母代答模块中，即只有
那些子女年龄在 15 岁以下的家长才有可能回答生育动机的相关问
题。另外，父母代答问卷通常只需要照顾孩子最多的成年家人填写，所
以样本中女性数量大大多于男性。而 2020 年数据将生育动机的相关
问题从少儿问卷移至成人问卷，也就意味着所有成年人都会对生育动
机的相关问题进行回答，可以更好地回应本研究关注的问题。第二，可
以捕捉新生代的生育动机。以往的调查问卷与相关研究大多只覆盖了
较早的出生世代，更为晚近的世代由于年龄较小而未被纳入考察。而
在 2020 年，“80 后”的年龄分布为 31—40 岁，“90 后”为 21—30 岁，这
些世代进入样本可以补充以往尚未涉及的有关其生育观念及行为的
考察。第三，该数据还提供了丰富的个体特征变量，便于估计影响的净
效应。主要分析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被删除之后，最终获得 18 477
个样本。

（二）变量与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生育动机”。在已有研究中，关于生育动机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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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为 1950 年以前出生的样本并不多且较为分散，同时，这一群组年龄又较大，可能会
受死亡选择性的影响，故未被纳入分析样本。

量通常操作化为一系列可能的动机类型，如喜悦与满足感、亲属关系的
联结、经济效用、创造力与成就感等（Hoffman and Manis，1979；Miller，
1995）。CFPS 在上述测量的基础上补充了中国社会常见的生育动机，如
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形成了九个生养孩子的一般性理由：为了年老
时有人帮助、为了延续家族香火、为从经济上帮助家庭、为看孩子长大
的喜悦、为子女在身边的快乐、为感受有宝宝的喜悦、为使家庭更重要、
为增强责任心、为增加亲属联系。上述每一个理由都为受访者提供了
“十分不同意”“不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同意”“十分同意”五个
选项，我们对这五个选项进行 1—5 分的赋分。由于这九个指标并非来
自成熟的量表，也难以直接分类，故本研究使用了聚类分析的方法概括
生育动机的可能分类。

自变量为“出生世代”和“性别”。研究选取了 1950 年之后出生的受
访者，3并根据出生年代，以十年为单位进行划分，具体为 1950—1959
年出生（“50 后”，赋值为 0）、1960—1969 年出生（“60 后”，赋值为 1）、
1970—1979 年出生（“70 后”，赋值为 2）、1980—1989 年出生（“80 后”，
赋值为 3）和 1990—1999 年出生（“90 后”，赋值为 4）。在后续稳健性检
验中也尝试以五年为单位进行划分。性别为二分类变量，“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对生育动机的研究表明，不同人口特征的个体可能
在态度上存在分野，本研究还控制了一些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城乡”为
二分类变量，指受访者当时的居住地，“农村”和“城镇”分别赋值为 0
和 1。“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是受访者自我报告的年数。“是否在
业”为二分变量，“不在业”和“在业”分别赋值为 0 和 1，其中“不在业”
既包括当前没有工作也包括由于退休导致的不在工作状态。婚姻状态
包括“在婚”（赋值为 1）与“不在婚”（赋值为 0）两类，其中“不在婚”包
括单身、离异、丧偶。“孩子数量“是对生育经历的测量，根据家庭关系
库进行匹配后加总得到。根据受访者所在省份，我们进一步划分了西部
（赋值为 0）、中部（赋值为 1）和东部（赋值为 2）三个地区。表 1 展示了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三）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对因变量“生育动机”的评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使用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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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百分比

生育动机 出生世代

为了年老时有人帮助 2.98 0.67 60 后 23.06

为了延续家族香火 2.86 0.69 70 后 21.12

为从经济上帮助家庭 2.64 0.74 80 后 22.55

为看孩子长大的喜悦 3.14 0.50 90 后 16.63

为子女在身边的快乐 3.15 0.50 性别 49.70

为感受有宝宝的喜悦 3.14 0.50 城乡 52.63

孩子数量（个） 1.62 1.01 东部 43.03

为使家庭更重要 3.08 0.55 是否在业 80.37

为增强责任心 3.08 0.51 婚姻状态 85.22

为增加亲属联系 2.99 0.58 地区

受教育年限（年） 8.88 4.66 中部 29.12

注 ：“出生世代 ”“性别 ”“城乡 ”“是否在业 ”“婚姻状况 ”“地区 ” 的参照组分别为

“50 后 ”“女性 ”“农村 ”“不在业 ”“不在婚 ”“西部 ”，编码均为0 。

表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N=18 477 ）

类分析方法测量不同人群的生育动机类型。聚类分析是一种根据研究
对象的特征进行分类的分析技术（郭志刚，2015）。之所以使用这一方
法，是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在生育动机上的典型分布。聚类分析
方法优于人为分类，能够充分利用多个变量的信息，结果更为直观。以
往研究对生育动机的操作化处理往往直接二分为个体主义与家庭主
义，或者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但都可能会丢失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掩盖
生育动机的其他潜在可能性。其次，由于因变量生育动机为多分类变量，
故使用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描述和呈现
生育动机上的世代、性别差异。基础模型纳入出生世代、性别核心变量，
进而加入控制变量。针对出生世代在生育动机变迁上的性别异质性，本
文还对不同性别的样本进行了分析。最后，为了解释两性在生育动机上
差异的变化，文章采用了反事实的研究设计，基于不同世代的受教育分
布构造对照组，通过比较对照组与观测组讨论两性教育差距的缩小对
生育动机分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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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

（一）生育动机的分类
尽管个体对“为何生儿育女”的回答千差万别，但在总人口分布中

可以归纳几种典型的类型。在 K-means 聚类分析中，类别数目是预先设
定的，因此，我们需要比较不同类别数模型的评价指标来选定最优的类
别设定。当聚类数小于 4 时，随着类别的增加，伪 F 统计量会逐渐增
大；当类别为 4 时，伪 F 统计量的值为 5 368.56；此后，随着聚类数的增
加，F 值又会逐渐减小。一般认为，伪 F 统计量越大，模型的拟合效果就
越好，因此，四分类是最理想的模型。

那么，四类生育动机分别具有什么特点呢？表 2 分别报告了四分类
在问卷中九个生养子女一般性理由上的均值，大于 0 表示高于该类别
平均水平，小于 0 表示低于该类别平均水平。除此之外，研究还分析了
具有四类生育动机的受访者有关理想子女数的看法，以此来提供佐证。
第一类受访者在九个维度上的评分最低，他们几乎不赞成生养孩子的
任何理由。在该类受访者中，一方面认为自己没有孩子更为理想的百分
比显著高于其他三个类别，另一方面还有一定比例理想子女数大于等
于 2，后者可能是被动生育或者自身生育动机驱动不强的一批人。统筹
考虑这两个方面，我们将这类人命名为“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第二
类受访者更加赞同生养孩子是“为了看孩子长大的喜悦”“为子女在身边
的快乐”“为感受有宝宝的喜悦”“为增强责任心”等偏向满足个体自身
需求的理由，而在对家庭有所贡献等理由上的评分更低，我们认为这类
群体更可能持有“个体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第三类受访者在所有的
维度上评分最高，无论是与家庭相关的题项，还是关涉个人需求，这类
人群的生育动机具有双导向的特点。进一步比较九个理由的得分，可以
发现，在为个体带来喜悦与责任心、增加家庭重要性等偏向情感性的维
度上评分基本都超过 1，而在提供各项包括经济、亲属关系、延续香火
等工具性目标上的评分相对低一些。同时，这类受访者认为 3 个及以上
孩子更为理想的比例高于其他群体。基于此，我们将其命名为“双导向
情感型生育动机”。第四类受访者与第二类受访者相反，他们在家庭有
关的选项上评分更高，如延续香火、提供帮助等，因此，这类人更可能具
有“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表 2 还展示了四类生育动机在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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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分布比例，其中，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的规模最大，占53.6%，个
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占 22.8%，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占 14.7%，低意
愿与消极生育动机的比例最小，仅为 8.9%。

表 2：生育动机的聚类分析 （N=18 477 ）

低意愿与消极
生育动机

个体导向为主
生育动机

双导向情感型
生育动机

家庭导向为主
生育动机

为了年老时有人帮助 -0.67 -1.04 0.75 0.33

为了延续家族香火 -0.73 -1.21 0.81 0.39

为从经济上帮助家庭 -0.84 -1.00 0.77 0.33

为看孩子长大的喜悦 -1.47 0.03 1.15 -0.09

为子女在身边的快乐 -1.48 0.03 1.27 -0.12

为感受有宝宝的喜悦 -1.74 0.07 1.24 -0.08

为使家庭更重要 -1.46 -0.23 1.07 0.04

百分比（%） 8.85 22.81 14.75 53.59

为增强责任心 -1.83 0.00 1.04 0.02

为增加亲属联系 -1.53 -0.33 0.88 0.15

上述四类生育动机的划分不仅是数据驱动的，在理论上同样也具
有说服力。有研究指出，在家庭变迁的过程中，家庭和个人可能并非完
全和简单对立的两极，而是各自独立的变量（康岚，2012），或者存在混
合（Balbo and Arpino，2016）。这也就意味着，家庭和个人并非存在于一
条坐标轴上，而更可能存在于双维度的框架之中。图 1 是以家庭和个人
双维度建立的坐标轴，根据二者的强弱可以划分为四个象限，这四个象
限恰好与本文聚类分析的四个类别对应。当个体与家庭的导向都弱时，
更可能持有“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当家庭弱而个体强时，对应“个
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当个体与家庭的导向都强时，生育动机是双导
向的；家庭强而个体弱时，对应“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由此可见，
如果仅仅将生育动机进行二分，就只能捕捉到位于左上至右下对角线
上的第 II 和第 IV 类别，而忽视了可能存在的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和
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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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四类生育动机示意图

（二）差异性描述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不同出生世代在四类生育动机上的分布情况。

如图2 所示，较早的出生世代分布模式基本相同。在“50 后”“60 后”中，
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基本都超过 60%，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约占
20%，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约占 10%，而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为
4%—7%。由此可见，较早的世代更强调生育对于家庭的价值，更可能
具有偏向传统的生育观念（如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等）。但从“70 后”开
始，原有的模式发生了改变，具体表现为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比例开
始大幅度下降，在“60 后”中该类别占比为 61.8%，而“70 后”已下降至
53.2%。另外，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占比开
始快速上升，特别是后者，“70 后”比“60 后”高出 10%，该类的比例已
经超过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综合上述特征，可以认为“70 后”是生
育动机开始转变的一代人，他们的生育观念具有摇摆性和过渡性。在
“80 后”“90 后”中，生育动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并趋于稳定。原本占比
最高的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大幅度下降，跌至 50%以下。个体导向为
主生育动机迅速崛起，在“80 后”“90 后”中所占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
家庭导向与个体导向的生育动机的差值在不断缩小。尽管中国居民的
生育动机在整体分布上仍以家庭导向为主，但世代之间的差异明显，存
在生育动机个体化的趋势。

在世代差异的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探讨性别的异质性。图 3 分别
展示了不同性别的四类生育动机随世代变迁的趋势。就图 3 左侧的个
体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和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而言，二者比例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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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升，但在更为晚近的世代中女性已经超过了男性。特别是在“90
后”中，男女在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上的差值已高达 15%，并可能存
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而就图 3 右侧的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和家庭
导向为主生育动机而言，男女都呈现下降趋势，但女性下降的速度更
快。在“80 后”与“90 后”中，男女的折线更是呈发散状。综合来看，男女
都存在从传统转向现代并更加追求生育动机个体化的态势，但在更为
晚近的世代中，女性的个体化趋势更为突出，且变化速率快于男性，二
者的差异在进一步扩大。

图 2：不同出生世代的四类生育动机分布

图 3：男性与女性四类生育动机随世代变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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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模型 2

低意愿与
消极

个体导向
为主

双导向
情感型

低意愿与
消极

个体导向
为主

双导向
情感型

出生世代

60后 0.48*** 0.39*** -0.13* 0.40*** 0.28*** -0.13*

（0.11） （0.08） （0.06） （0.11） （0.08） （0.06）

70后 1.01*** 1.13*** -0.31*** 0.89*** 0.96*** -0.31***

（0.10） （0.07） （0.07） （0.11） （0.08） （0.07）

80后 1.11*** 1.63*** -0.36*** 0.72*** 1.14*** -0.28***

（0.10） （0.07） （0.07） （0.11） （0.08） （0.08）

90后 1.47*** 1.74*** -0.29*** 0.73*** 0.88*** -0.13

（0.10） （0.08） （0.08） （0.12） （0.09） （0.09）

性别 -0.13* -0.42*** -0.04 -0.23*** -0.52*** -0.00

（0.05） （0.04） （0.04） （0.06） （0.04） （0.05）

城乡 0.16*** 0.40*** 0.07

（0.06） （0.04） （0.05）

受教育年限 0.11*** 0.13*** -0.03***

（0.01） （0.01） （0.01）

表 3：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结果 （N=18 477 ）

（三）模型结果
首先分析生育动机的世代差异。考虑到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的

基础性作用，本研究将其作为基准类构造了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如表
3 所示，模型1 纳入了出生世代与性别变量，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
下，与“50 后”相比，更为晚近的出生世代更有可能具有低意愿与消极
生育动机和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更不可能具有双导向情感型生育
动机。就其内部差异性而言，“60 后”与“70 后”的系数差异较大，“80
后”“90 后”系数的绝对值略大，这也就意味着，“70 后”是代际转变的开
始，越年轻的出生世代越不认可传统的生育动机，而是更偏好现代和个
体主义的观念。另外，本研究还对出生世代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以
五年为一组进行分析，其结果类似。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其
他控制变量。就出生世代的效应而言，仅系数值有所削弱，除了“90 后”
在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上不再显著之外，其余变量显著性不变，表明
世代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204· ·



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分析

（接表 3）

注 ：1. *** p<0.001 ，** p<0.01, * p<0.05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

2.“出生世代 ”“性别 ”“城乡 ” “是否在业 ” “婚姻状态 ” “地区 ” 的参照组分为

“50 后 ”“女性 ”“农村 ”“不在业 ”“不在婚 ”“西部 ”。

模型 1 模型 2

低意愿与
消极

个体导向
为主

双导向
情感型

低意愿与
消极

个体导向
为主

双导向
情感型

伪 R2 0.04 0.04 0.04 0.08 0.08 0.08

是否在业 -0.27*** -0.27*** 0.15*

（0.08） （0.05） （0.07）

婚姻状态 -0.02 0.20** 0.15*

（0.08） （0.06） （0.07）

孩子数量 -0.16*** -0.24*** -0.03

（0.04） （0.03） （0.02）

地区

中部 -0.28*** 0.03 -0.21***

（0.07） （0.05） （0.06）

东部 -0.14* -0.03 -0.05

（0.07） （0.05） （0.05）

常数 -2.59*** -1.75*** -1.07*** -2.73*** -2.42*** -1.01***

（0.09） （0.06） （0.07） （0.15） （0.11） （0.11）

对数似然值 -20 781.55 -20 781.55 -20 781.55 -19 968.64 -19 968.64 -19 968.64

实际上，上述生育动机的世代差异反映了不同队列在价值观念转
变上的普遍模式。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时间和生命事件，并被这些时间
和事件所形塑。具体而言，“70 后”成长的时代是计划经济及其向市场
经济转轨的时期，物资相对匮乏，社会流动的机会较少，文化变动速率
不高，社会正逐步走向开放，新的观念和思想开始传入，但传统的观念
和力量依然有较大影响。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西方文化的
涌入造成“70 后”在价值观上的摇摆与矛盾。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推行也
使得“70 后”拥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思想较之前的世代更为开放。
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大部分城市里的“70 后”只能生育一个孩
子，等到2016 年全面放开二胎时，这批人基本上已经丧失了生育二胎
的机会。因此，“70 后”在生育观念的转变上处于过渡阶段，开始出现转
变的势头。“80 后”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他们更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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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与个体化。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是独生子女一代，在成长过程中获得
了更多的家庭资源，也更加具有自我意识，强调个体的体验与感受。受
益于高等教育扩招，更多的“80 后”获得了大学教育的机会，也接受了
更多现代化的观念，在生育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因此更加强调个体主义，
关注自我实现与满足，传统家族主义的观念弱化。“90 后”则成长于物
质条件十分优越的时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频繁、互联
网兴起、工业化、城镇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其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也更为多元化，在生育观念上也趋于现代化与个体化。有研究指出，各
世代是相继更替的，只有那些持有与上一代人不同价值观的世代更替，
才是实质意义上的“新”的世代变迁（林卡，1985）。由此看来，当前中国
居民的生育动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80 后”“90 后”的生育观念已
呈现新的模式与特点。

关于生育动机的性别差异，表 3 的模型 1 和模型 2 均显示，与家庭
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相比，男性进入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个体导向
为主生育动机这两个类别的发生比显著更低。换言之，男性的生育动机
更可能偏向于家庭主义，而女性更可能偏向于个体主义，男性比女性的
生育动机更为传统。进一步的问题是，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是否会
因为出生世代的不同而不同？为了考察这一异质性，本研究分不同性别
样本分析出生世代对生育动机的影响。基于解读的直观性，表 4 分别报
告了不同世代的男性与女性在各个类别上的预测概率，并计算了二者
的差值。对“50 后”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具有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
机，反映了其观念的传统性。“60 后”与“70 后”的性别差异并不稳定，
存在一定的摇摆。但在“80 后”与“90 后”中，男性与女性的差值在低生
育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和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中均为负，在双导向
情感型生育动机和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中均为正，这表明，晚近出生
世代的女性更强调生育动机的个体维度，而在家庭维度上有所弱化。从
趋势上看，性别差异的绝对值有所增加，即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存
在扩大的可能。

为什么随着出生世代的推移，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会扩大？实
际上，男女之间存在随着时间变化的诸多差异 （Shu and Meagher，
2018），如教育水平、劳动力市场参与等。受截面数据的限制，考虑到各
因素的相对解释力，本文认为男女教育水平的世代变迁是其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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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控制变量与表 3 模型 2 一致 。

2.表中的 “差值 ”为男性－女性 。

表 4：不同性别样本生育动机的世代差异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预测概率

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 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

男性 女性 差值 男性 女性 差值

50后 0.051 0.053 -0.002 0.095 0.130 -0.035

60后 0.092 0.064 0.028 0.137 0.145 -0.008

70后 0.115 0.107 0.008 0.215 0.265 -0.050

80后 0.081 0.104 -0.023 0.237 0.317 -0.080

50后 0.195 0.202 -0.007 0.659 0.615 0.044

60后 0.161 0.174 -0.014 0.611 0.617 -0.006

70后 0.131 0.109 0.022 0.539 0.519 0.020

80后 0.131 0.108 0.023 0.551 0.471 0.080

90后 0.159 0.131 0.028 0.580 0.492 0.088

90后 0.086 0.108 -0.022 0.174 0.268 -0.094

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 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

男性 女性 差值 男性 女性 差值

原因。一方面，中国不同性别的教育呈现平等化趋势。随着生育率的下
降，年轻一代的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相对于老一代有所降低（叶华、吴晓
刚，2011）。从本文的分析样本也可以看到，“50 后”中男性比女性的受
教育年限高出 2.9 年，在“70 后”中这一差异缩小至 1.4 年，在“90 后”
中男女受教育年限基本趋同，女性甚至略高于男性。另一方面，得益于
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的扩张，女性在教育获得上的提升更为迅速，相应由
教育带来的观念变化也可能更快。表 3 模型 2 的统计系数表明，随着受
教育年限的增加，个体进入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和个体导向为主生
育动机类别的发生比显著增加，这反映了教育是推动个体摆脱传统观
念，接纳现代化、个体化观念的重要途径。为了检验两性教育的趋同是
否导致了生育动机差异的扩大，本研究通过反事实的设计提供了进一
步的证据。表 5 是基于分样本回归模型进行的模拟，对“90 后”构造其
反事实条件下的对照组。具体做法是，保持其他变量的数值不变，仅改
变男女受教育年限的分布，使其分别与“50 后”“60 后”“70 后”“80 后”
一致，并计算在上述条件下男女生育动机预测概率上的差值，形成四个
系列的反事实对照组。如此一来，比较“90 后”真实的观测值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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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大小，就能说明男女受教育年限的变化对生育动机的影响。表 5
显示，四组反事实对照组在男女生育动机预测概率上的差值均小于实
际观测值，且随着“50 后”至“90 后”两性教育差距的缩小，男女之间的
差值呈单调递增的趋势。这说明，男女教育的平等化是生育动机性别分
化的原因之一。就具体类别而言，在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和个体导向
为主生育动机上，男女之差为负；在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和家庭导向
为主生育动机上，男女之差为正。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观念个体化的推
动作用在女性群体中更为突出，从而使二者差距逐渐拉大。

表 5：不同受教育反事实条件下与观测值中男女预测概率的差值

反事实 观测值

a=50后 b=60后 c=70后 d=80后 90后

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 -0.010 -0.019 -0.020 -0.026 -0.027

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 -0.030 -0.068 -0.081 -0.134 -0.167

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 0.003 0.020 0.024 0.038 0.045

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 0.037 0.067 0.077 0.122 0.148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目前已面临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将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要想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要认识到干预性政策已不
再是主导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更可能是生育文化与观念发生了“静
悄悄的革命”。因此，对生育观念的关注和讨论就十分必要，特别是对当
前新生代生育主力军的研究尤其重要。

生育动机是生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生育环节的最前端。生
育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关键事件，不可忽视对其动机的考察。当我们
困惑于低生育率这个结果时，应该追根溯源到因果链条的起始点，而不
是只停留在某个中间环节。因此，生育动机的变迁是解释生育水平变动
的内在原因，考察不同世代生育动机的差异有助于呈现个体生育观念
的变迁，也能够以小见大地凸显生育文化的转型。

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20 年的数据，运用聚类分析的方
法，在对生育动机进行四分类划分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生育动机随世
代变迁的趋势，并进一步刻画了两性生育动机变化的异质性，继而试图
从教育性别平等化的社会事实中寻求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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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研究发现，当前中国人的生育动机可以划分为四个类
别：“低意愿与消极”“个体导向为主”“双导向情感型”“家庭导向为
主”。其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具有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个体导向为
主生育动机超过 20%，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占 15%，低意愿与消极
生育动机的比例仅为 8.9%。由此看来，中国居民偏向家庭主义的生育
动机仍然占主流地位。

然而，不同世代的生育动机模式存在根本性差异。生育动机的分布
可能会受到不同出生世代结构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世代差异有助于考
察变迁趋势。研究发现，较早的出生世代更加倾向于双导向情感型生育
动机和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而年轻的出生世代更可能具有低意愿
与消极生育动机和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特别是在“80 后”“90 后”的
育龄群体中，以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迅速式微，所占比例已跌破
50%，个体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上升势头明显，二者的差距不断缩小。
研究还发现，男女在生育动机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存在扩大的趋
势。男性的生育动机比女性更加传统，世代变化幅度更小。特别是在年
轻的世代中，女性在生育动机上的个体化程度已经远远高于男性。这种
发散效应部分源自教育的性别逆转。

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统计事实描述了当今
人口生育动机的特点，由传统一维二元分立扩展到二维平面上多元划
分，展现出更为丰富的生育动机面向。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生育观念可
能存在兼具或排斥的情况。以往研究受制于变量测量，尚未充分挖掘数
据，聚类分析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识别更多可能的途径，从而形成对问题
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得到一些新发现。第二，使用最新数据补充了有
关更年轻的出生世代的生育动机研究，并考察其观念是否发生了根本
性转变。尽管已经有不少研究探讨生育观念，但早期的研究往往未能捕
捉到更为年轻的世代，使用 2020 年的数据使我们对“90 后”的新情况
有所了解。这种数据上的完备性使得我们有机会更为全面地捕捉到世
代变迁，并以实证分析加以佐证。第三，研究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意涵。
一方面，研究发现，作为当今生育主体的年轻世代的生育动机已经出现
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才是导致生育率低的主要因素。生育观念一
旦转变，就很难再进行彻底的逆转，因此，构建推动生育率水平回升的
政策需要对症下药。另一方面，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别也启发我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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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性别视角，要特别关注构建对两性生育友好
的政策体系。

当然，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研究只使用了一期截
面数据，无法区分年龄与出生世代的影响。不过，已有研究指出个体的
观念形成之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随年龄发生较大改变的概率较小
（Hitlin and Piliavin，2004），因此更有可能是世代效应主导。其次，由于
截面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无法深入探讨两性生育动机扩大的其他可能性
解释，如劳动力市场参与、家庭分工等的影响。最后，受主题和篇幅的限制，
本研究未能就多个重要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如生育动机的城乡差异、不
同生育动机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等，这些议题有待未来做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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